
毛泽东主义 
 

在多如牛毛的关于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或 Maoism（毛主义）论述中，提出“毛泽东主义”并以此为视

角，主要是试图从方法论方面确立一种新途径来研究老问题。 

 

当刘少奇等人为了个人目的制造并推行“毛泽东思想”这个用语的时候，中共还没有取得全国胜利，斯大

林正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顶峰绝无仅有的领袖地位，所以，这个“思想”用词低于用于马克思和列宁之

后的“主义”的级别。今天，当我们正视中国革命这场人类最伟大的政治实践时，把其无可争议的绝对领

袖“提升”到“主义”的层次来考察，并无不妥。其实，任何具有特殊政治意义和国际影响的人物的思想

（例如托洛茨基、斯大林、卡斯特罗等），称其为“主义”，都未尝不可。 

 

对于毛泽东主义，首次根据其自身的逻辑研究其（自相）矛盾的，恐怕要归功于王凡西的《毛泽东思想论

稿》（注 1）。这本流传非常有限的论著的历史价值在今天的任何读者眼中都可谓有目共睹，不必重复。我

只想在此略为提及由于王凡西特殊的流亡背景所造成的局限和政治信奉（托洛茨基主义）所造成的偏见。 

 

王凡西在批判、揭露斯大林、毛泽东的个人神化丑恶时没能对马克思、列宁持有客观、公正的态度，而是

把后两者作为神来崇拜，并把他们等同于社会主义。例如，王凡西在批判《红旗》杂志主要理论家施东向

（多半代表陈伯达或毛泽东）时赞扬到，“施东向有一句话说得对：‘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的政权问

题’”。这可以看成是列宁主义的宣言，与社会主义传统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很大程序上代表了马克思主义）

和无政府主义（社会革命论）不同。王凡西进一步断言：“可是在毛泽东思想中，表示出最无远见，因而

被事变驳斥得最为残酷的，恰恰是关于这个根本问题的立场。”这应该可以被认为是王凡西对毛泽东主义

理解偏差之典型。毛泽东在此“根本问题”上，表现出了与列宁相当的远见。 

 

另外，王凡西虽然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教养，但他对于社会主义其他流派却几乎是无知的。例

如，王凡西套用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断言：“不难看出，这段文字里提及的蒲鲁东、劳麦、小资产者，毛

泽东当然和蒲鲁东一样，是‘和小资产阶级观点有关的’。苏联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官僚主义堕落，以及斯

大林官僚制度与官僚思想的普及于全世界共产党，也大大促成了毛泽东那种貌似辩证的、蒲鲁东式的诡辩

主义。”这对于蒲鲁东和毛泽东都不公平。这里，引用这段指责并不是想指出因为蒲鲁东比马克思高明，

所以王凡西搬用马克思嘲笑蒲鲁东就是错误的。我想说明的是王凡西在方法上的局限：如果你自身没有理

解无政府主义的精髓就随意嘲笑蒲鲁东，那么你怎能反驳陈伯达、毛泽东不理解托洛茨基主义就批判托洛

茨基呢？ 

 

戴着托洛茨基深度近视眼镜的王凡西，以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后整整七年才由刘少奇在一九五六年九月的中



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宣称“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为例子，

讥笑到“一九五六年九月，离开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已过了整整七个年头。在胜利以前，毛泽

东固然看不到中国的革命专政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事实，而在胜利以后，当这个事实摆在面前时，也

还需要长长七年的教训（其中不少是悲痛的），才使他（经过刘少奇之口）终于认识到人民专政已经是一

种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实质。毛泽东究竟是怎样伟大的一个革命战略家，仅凭这一点就完全可以测定了。”

今天，中共自己也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基本原则”而改用“人民民主专政”，而作为中共实践的

无产阶级专政在“文化大革命”、“六四”天安门事件中已经彻底暴露出独裁的本质。 应该说，这是毛泽

东进一步迈向个人独裁的理论借口，而不是他“进步太慢”的说明。这进一步证明王凡西用以衡量中国革

命、衡量毛泽东主义的那把“尺子”本身是不科学的。 

 

从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国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的二十七年间，在毛泽东独裁统治下的中国进行的“社会

主义建设”实践，对于中国社会和世界政治的影响深远，从其中概括出反、正两方面的毛泽东主义，并非

没有益处。但其难度较大，且需要更长时间的检验。相对而言，建国之前的毛泽东主义比较单纯且具有不

可替代的正面价值，可称为毛泽东主义的精髓（注 2）。具体说来，毛泽东主义的形成，可以从毛泽东等人

（主要作者是陈伯达）于一九三九年冬季合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此论的第二章“中国

革命”第五节“中国革命的性质”里，第一次出现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概念：“现阶段中国革命的

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是，现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

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

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它

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

政的社会。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

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此观点在一九四 O 年一月发

表的毛泽东论《新民主主义论》中更充分地发挥出来。从政治实践的角度看，正如列宁以“无产阶级专政”

为布尔什维克奠定了一党专政夺取政权的理论基础从而确立了“列宁主义”一样，“新民主主义革命论”

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并统治、发展中国奠定了理论基础。一言以蔽之：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民主革命，但它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就是“毛泽东主义”。没有此理论，就没有领导人类历史上

最伟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就没有我们今天认识的中国革命。 

 

毛泽东主义的实践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且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是对列宁主义的运用

和发展，指明在任何经济形态下的人民都可以直接用政治、军事手段推行革命、夺取政权。如果我们对照

古巴、菲律宾、秘鲁、尼泊尔这些不发达国度的情形，毛泽东主义比列宁主义更具普遍意义。 

 



提到毛泽东主义，自然离不开在毛泽东身边与之共事三十多年的“大笔杆子”、“天才理论家”陈伯达。直

到被毛泽东的“第二张大字报”（注 3）打倒为止，陈达伯作为中共的理论权威，是毛泽东主义的第一作者，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周恩来、毛泽东推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位子上，官列中共第四名，但很

快以“唯生产力论”罪行被打倒。毛泽东抛弃陈伯达，启用张春桥、姚文元这样的“理论家”，以为可以

为毛泽东主义创造出新的思想，但张、姚等人完全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反观陈伯达，在其晚年的

十八年狱中期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出了不少令人称绝的好文章，如“《石头记》里的一件公案”，“‘青

州兵’与曹操”，“一部历史悲剧——《水浒传》”，“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中的顿、

渐两派” （注 4）等。至少我们可以说：陈伯达之后，中共的理论就没有它自身的逻辑，中共也就没有了

理论。 

 

注 1：《毛泽东思想论稿》，王凡西, 香港信达出版社，1963 年 10 月初版，信达出版社 1973 年再版，新苗出版社 2003

年再版。http://marx.org/chinese/20/marxist.org-chinese-wong-1964.8.htm 

注 2：二 OO 四年我在 H-Diplo 网上论坛 http://www.h-net.org/~diplo/与美国、英国、德国、以色列、澳大利亚等

国的国际政治学者们就中国革命、毛泽东、陈伯达等展开过冗长的论争，促进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观点的形成。 

注 3：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于一九七 O 年八月三十一日在九届三中全会印发后就注定了“然袭击、煽风点火、

难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的陈达伯的政治

命运。此“意见”的全文见注 4 的书里“附录一”，第 128—130 页。 

注 4：《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陈晓农（陈伯达之子）编注，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1998 年出版。在

这些文章中，陈伯达指出：林黛玉的悲剧在于她没有财产，曹操的发起靠镇压、收编黄巾军，梁山泊好汉们的悲剧

在于小生产者的政治局限，佛学的顿悟、渐悟两派源于社会地位不同等等。可惜，他不能对毛泽东、对自身的经历

进行一番马克思主义的反省。 

 

[赵京，2005.5.10] 


